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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天地

歷史GIS－歷史學家的新技藝
顧雅文助研究員(臺灣史研究所)

很難不被Google Earth快速的視域轉換所吸引。鏡頭拉遠，地球剩下簡單的藍色小點；靠得近了，世界就複雜

了起來，先是地形、植被，再是人為的行政區界線，接著是聚落、街道、建築；再近一些，風景就消失，回到空

空的黑色畫面。就像拿顯微鏡往物質的內部探索，鏡頭下除了多一點異域情調，微小世界同樣是簡單、複雜再變

得簡單。

然而，大多數的歷史研究者並不熟悉這個動態的鳥瞰視角。我們習於面向過去，或將自己置入歷史情境，我

們的鏡頭在時間洪流裡平行移動，偶爾才想起鳥瞰空間向度的複雜或規律也應該是史家必備的技藝。

「歷史GIS」的興起正是一個提醒，讓歷史中的「空間」再不容易被忽視。在國土規劃、資源保育等學門中，

GIS早被視為管理、展現與分析空間資訊的強大工具，1990年代，它在歷史學界興奮、期待又不安的氣氛下登場－

作為輔助研究工具，GIS以空間座標為基準，整合了各種型態的歷史研究資源；作為發布平台，GIS以視覺化的地

圖形式呈現歷史研究結果；GIS也是分析的方法，有助於鳥瞰空間關係，將空間分析技巧納入歷史分析中。歷史

GIS在結構上所需包含的要素(軟體、硬體、資料庫)與其他領域使用的GIS並無二致，別立新詞的主要原因是，後者

的資料取自當代，而前者的資料庫內容則源自歷史地圖、檔案文獻、長期統計資料或田野調查等史料。然而，經

費與技術上的高門檻很快使歷史研究者的不安轉為批判：軟硬體成本太高，建置資料庫又耗費精力，要蒐集、解

讀、建立與統合管理那些格式紛雜的史料本身就是一大挑戰。例如不同時期的歷史地圖有不同的測繪方式、座標

系統，必須校正、轉換或對位才能疊合使用；再者，史料中可以空間化的資訊雖然多元，卻往往隱諱不明，歷史

文本產生的地理位置不見得清楚，而文本內容含有的空間資訊又必須經過抽取、解讀與定義，才能轉化為屬性表

格；此外，長期的統計資料很可能出現斷裂或是分類的不一致，統計的地理單元或邊界亦常有變動，因而需要加

工整理、合併分割。

幸而，這個看似不友善的系統，在近廿年的發展中已有了極大進步。相關軟、硬體漸趨平價甚至免費，早期

幾個大型的示範性研究計畫更陸續建置了英國、美國、日本、中國等地的歷史行政邊界，連結各種統計資料，並

開放研究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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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的 歷 史 地 圖1　1930年瘧疾特別防治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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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量化及質性史料中每一個地點的位置或行政區的範圍提供了最精確的依據。而近十年來由國家推動的數位

典藏計畫，支持研究機構或個別研究者為上述各種史料進行不同程度的數化、保存與共享，亦進一步打造出歷史

GIS良好的發展環境。換句話說，歷史GIS最核心、最困難的資料庫建置作業已多有人代勞，研究者可以輕易透過

網際網路取得具有座標的歷史地圖、輸入完整的歷史統計或掃描好的歷史文獻。這同時也意味著歷史GIS的發展重

心不再只是克服史料空間化的困難，而是如何講出一個更好的歷史故事。

就筆者研究日治時期防瘧政策的經驗而言，GIS的確有助於歷史事實的釐清 或論述的展開：論者一般認為日

治臺灣的防瘧特色在於對患者的強制性投藥，但若從空間層面思考，血液檢查及患者投藥事實上僅在被指定為瘧

疾特別防治區的地方進行。筆者自多種文獻整理出歷年防治區的建置地名，並以地形圖為基準，藉GIS建立其分布

圖層(如圖1左為1930年的分布情況)，即可知防治區的設立並未如瘧疾流行般普遍。進一步套疊該時期的瘧疾罹患

或死亡率分布圖，也會發現瘧疾防治區並不全然位於瘧疾傳染的高風險地帶。接著我們要問，哪個地方的瘧疾問

題最受到關注？密度分析清楚呈現防治區的集中或離散程度(如圖1左下小圖)，顯見設置最為集中的是在花蓮支廳

北部，而其他諸如蘇澳郡、臺中市、新高郡、屏東郡及嘉南平原都有較多的防治區設置。密集程度也可以具體數

據表現，如圖1右顯示了花蓮支廳設置瘧疾防治區設置密度之高，在3公里內便有5-6個防治區設置。很明顯地，防

治區集中設置於日人集中的市街、移民村、溫泉地與水電經濟資源開發之地，日治時期的瘧疾防治政策確有許多

非科學因素的考量，脫離不了殖民醫學的本質，混雜著政治與經濟利益的殖民色彩。

再以筆者參與的瑠公圳研究為例，過去相關研究多僅談及水圳沿革、管理組織及水田化的影響，這不僅是瑠

公圳研究的局限，也是臺灣水利史研究普遍存在的限制，造成此一限制的最大原因在於文獻史料零散而有限，圳

道又多因都市開發而消失。而GIS不僅有效整合了龐雜的水利史料，鳥瞰式的資料呈現方式讓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地

方的差異及環境的影響，進而將水圳議題置於更大的社會史及環境史脈絡中檢視。首先，將每一筆相關的水圳及

土地契約歸位到相應的時空位置(如圖2左)，不僅有助於理解契約內容，對圳道、圳頭、通水時間地點或不同時期

各水圳灌區的土地利用等問題也能進行更細緻的討論。我們所知的瑠公圳，在清代是霧裡薛、大坪林與瑠公三條

獨立運作的水圳，在文獻與地圖的整合下重建清代圳道位置後，接著必須思考的是水圳為灌區地方社會建立的秩

序與關係。一條水圳的開成，串起了開圳主與沿線聚落中的引水人之社會關係，亦同時形成了管理者與引水人間

必須共同遵守的水利秩序。若無此秩序，則數庄共享的水資源要如何分配、水圳該如何長期保養維護，都會是極

大問題。因而人群以圳路為紐帶彼此連結，認可上下游的配水原則，並負擔水租、修繕等義務。然而，臺北平原

的這三條大圳各自形成不同型態的水利秩序，霧裡薛圳灌區內的人群長時期具有宗族、土地業佃及埤圳等重層關

係，業主又集居在灌區附近，是相對較為穩固的型態；大坪林圳促成的是非親族之間的結合，亦即「水源地緣」

的關係，然而光緒年間的環境壓力(洪災與缺水)一再衝擊舊有秩序，圳主與埤圳管理人又在19世紀末脫離了灌區，

換言之，大坪林圳所有者與灌區佃戶間已從原來「有難同當、有利均沾」的共同體關係轉變成單純的營利關係，

水利秩序亦逐漸變得薄弱無力。而瑠公圳的圳道及郭家土地都在開圳後不到50年就賣給板橋林家，在營利考量的

管理型態下，圳埤主、管理者與引水人間只有單薄的社會關係，水租、修繕等水利秩序亦由圳主與承包管理人強

勢把持，而非基於共識，因而水利秩序完全失衡，瑠公圳為地方社會帶來的分裂力量，其實遠大於凝聚力量。

水利秩序既是建立於灌區空間，則水利設施所在之環境條件亦可視為左右水利秩序的背後因素。GIS分析的圳

路剖面地形顯示，瑠公圳的環境明顯居於劣勢，水圳易產生土砂沉積阻塞或後端引水不足之問題，且橫跨景美溪

的水梘易受天然或人為災害而毀壞。在水利環境較不利的情況下，長期維持穩定的水利秩序原本就是一大難題。

不過，環境因素並非固定不變，即便引水條件最佳的大坪林圳，也在19世紀後半出現了洪災與缺水之環境壓力，

更加重對舊有水利秩序之衝擊。藉由茶園分布、地形坡度與集水區地圖的套疊(如圖2右)，我們重新審視新店溪上

游水環境惡化之人為原因：清末以來在臺北盆地緣山大興的茶園開墾很可能增加了河流暴雨時的洪水與平時缺水

的風險，迫使自新店溪引水的大坪林圳與瑠公圳在用水秩序上做出相異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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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歷史GIS另一個被批評得最多的是與量化的密切結合，但如筆者舉的兩個例子所示，GIS處理的並

不只是量化資料，或者說，GIS能融合質性及量性資料，讓整個故事不會因為計算分析而少了幾分歷史的趣味。對

歷史研究來說，

GIS或許不是不可

或缺，但它的確

打開了一個新的視

角，它的工具性角

色正如顯微鏡一

般，讓原本看不見

或不易被看見的風

景進入研究者的視

野，藉此，「內

生」於歷史中的空

間因素能夠「外

顯」，歷史的解釋

也將更為全面。

圖2　瑠公圳相關水利契約分布及週邊人為開發


